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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史 解 经 
——章学诚与现代诠释学 

 

王晴佳 

 

摘要：本文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学说加以阐释，认为，这一学说本质上是对古代经

典的一种解释，与西方诠释学的起源，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章学诚解读经典的方法，也与西方诠释学家海

德格尔、伽达默尔提出的诠释学理论，有一致之处，这就是他们都试图对经典的含义，作历史的理解和处

理，而且，他们还共同追求一种存在论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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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一说，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影响极其深远。这一理论为我们掌

握中国思想学术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从康有为开始，中国近代学

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诠释和改造，都或多或少地与章学诚的史学、经学研究以及章所继承和

归纳的清乾嘉以来的学术精神，产生一种紧密的联系。当然，根据钱钟书等人的考证，章并

不是第一个提出“六经皆史”的人，但章学诚毫无疑问是将这一观点加以深入阐发和系统整理

的集大成者。1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不但要求对六经作一历史的解读，而且希望通过这一历

史的理解，对经典本身的含义及其所阐述的“道”作出一种诠释。 

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六经皆史”的提出

代表了一个将史学与经学加以结合的企图。这一企图虽然在以前曾经出现过，但却是在清代

的乾嘉学术中，得到了充分的强调。章学诚的说法与乾嘉学派的传统有关，因此有人将章视

为清代学术的“殿军”。2 在章以后，中国的近代学人如清末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等人

和民初五四的领导者胡适等人，都希望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历史的解读，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

传统。如此看来，章学诚又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先启者。　 

其次，除了上面的思想史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就章“六经皆史”说本身及其对古代文化的

理解与诠释，作个别的专题研究。比如美国学者倪文孙（David Nivison）的《章学诚的生

平与思想》（The Life and Thouhgt of Chang Hsueh cheng）一书，就是一例。这种专题

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章对中国思想传统认识和诠释的独特性。本文的写作，就是想从经典

诠释的角度出发，将章学诚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发展，作一个

比较研究的尝试。　 

这一比较的基础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从本质上是对古代经典

的一种解释，与西方诠释学的起源，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第二，章学诚解读经典的方法，也

与西方诠释学家如海德格和伽德默提出的诠释学理论，有思想一致的地方。这一相同之处就

在于他们都希图将经典的含义，加以历史的理解和处理。这里的所谓“历史”在西方语言文字

中，也可以作“context”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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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史与道、器　 

首先，章学诚对古代文化及其表现形式—六经，作了一种近似二元的区分，但同时又强

调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一作法，表现在他所使用的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概念中，如“道”与“器”、
“博”与“约”、“经”与“史”、“质”与“文”、“事”与“理”等。自然，这些互相对照而又相互联系的概

念，在宋明理学中已经有所阐发，章学诚的阐释，以前人的工作为基础，并非独创。但是，

章学诚对它们有一种新颖的理解，使得他的“六经皆史”说，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这些对应概念的存在，在诠释学上有重要的意义，是诠释所以能成立的前提。在章学诚

眼里，任何事物都有表和里这两面，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两面之间的联系。虽然他没

有明言，但显然，为了掌握“经”与“史”和“道”与“器”之间的关系，需要依赖诠释的工作。 

事实上，章学诚本人提出和分析这些对应的概念，就已经是一种诠释。比如他引《易经》

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分析“道”与“器”之间的关系。他的基本态度是，

既然“道”是形而上的，因此“道”就不会存在于某一经典或几部经典中，而必然是人所无法轻

易掌握的。他说： 

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

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1] 

他甚至认为，如果一味追求“道”，企图觅得“道”之真谛，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他所谓“不
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

也” [1](132　 -133)，就是企图说明这个道理。 

有了这个前提，章学诚才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的说法。他认为不但后人所谈的“道”
离开了“道”本身，而且在遥远的古代，也没有专论“道”的著作。因此他对“六经”便下一个不同

的定义，称它们为“史”或者“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

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在另一处，他又将“六经”比作“器”，“后世服夫子之

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其实，章学诚指出，孔子本人也

并不这样认为六经能载道：“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皆其器

之可见也。”[1] (132)既然六经并非阐述“道”的经典，那么人们如何认识“道”，就必须通过诠释，

必须通过理解。　 

前面已经说过，上述这些有关“道”的说法，本身即是章学诚对经典文化所作的一种解释。

通过这种解释，章学诚对他所提出的道之无形或“理无定形”的说法做了论证。这一论证，是

通过发掘六经的“历史性”（historicity）而获得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章学诚对经典所

作的历史诠释。　 

第一，章学诚认为在未有“经”以前，“史”已经存在。他在致友人的书中说：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

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

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3 

他在这里所谓的“史”，当然指的是史学，但究竟是史学著述还是史料，其含义并不十分清楚，

因此引起后人的揣测。4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经”的名称，是以后才出现的。 

第二，对于“经”的实质内容，也必须加以历史的分析。在章学诚看来，所谓经典无非是

古代的典章制度，是当时人治世用的，没有传述“道”的意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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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

文字以传后世也。[1]（P94） 

相似的论述，也见于其他地方： 

六经之名，起于后世，然而亦有所本也。…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

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之无所用作。以其官守失传，而师儒之习业，故尊奉而

称经。[1](P1021) 

在这里，章学诚不但说明了“经”的实质内容，而且分析了“经”的“历史性”，即把“经”之产生，

置于不断演变的历史中作了考察，指出了“经”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渊源。 

第三，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章学诚又将“经”等同于史。这里的“史”主要指的是历史，

并不是史学。换言之，章学诚认为“经”只是早期历史的一部分，即在三代官与师尚未区分的

时候的一些政典，因此他说：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

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P139) 

由此我们可以说章学诚所谓的“大道”，即是不断变动、发展的历史本身。更确切一点说，是

蕴涵在历史之中的一种形上的、超验的精神或理念。如果想窥其涯，必须通过文史的研究，

而不能固守于一经，所谓“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也；而

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则去圣久远，于事固无足怪也”。[1](P138)

易言之，后人离开六经的时代已经相当久远，无法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深入的、触类旁通的

知识，因此不可能从研读一经中获得对“道”的认识。　 

于是，章学诚把对经典的诠释与认识，等同于一种历史的研究。但是，所有的历史研究，

都只能依赖间接的材料，因为历史学家也无法让时间倒转，回到过去来体验古人的生活。章

学诚的历史研究，就变成一种寻求文史之中的“通义”的研究。这里的“通义”，与他所阐述的

“道”，应该是同义的。     　  

对文史之中的“道”的追寻，必须要在训诂、考据之上，也就是要在古代经典的阅读之中，

竭力在文字的背后，领悟其隐含的精神。因此章学诚说：“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

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1](P138)由此

看来，清代乾嘉以来的考据之学，在章学诚眼里，只是历史研究和经典诠释的一个工具。所

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训诂明”还只是章学诚诠释学的一个初

步阶段。通常的训诂，都集中在几部古代的经典上，而“义理”或“道”则远在这些经典之上。

　 

有关章学诚的?“道”?的概念，?已经有不少人作了论述，?在此不想重复他人的论述。我

们将在最后一节中，?用比较的方式，?将章学诚的?“道”?的观念，?再作讨论。我在这里只

想引一段余英时的文章，?来概括一下有关章学诚?“道”?的观念的研究，?为以后的论述作个

准备： 

实斋“六经皆史”之论是和他对“道”的新观念分不开的。戴密微（P.DemieVille）
谓实斋之“道”即存乎具体的历史实际中；倪文孙（David S .Nivison）亦言实斋所谓

“道”是人性中企求文明生活的一种基本潜能，而在历史中逐渐展现者。总之，实斋

的“道”具有历史的性质，是在不断发展中的。正因如此，实斋看重当前的现实过于

以往的陈迹，主通今而不尚泥古。我们可以说，实斋所以最重视“道”正由于他把“道”
看作一种“活的现在”（living present），而不仅是像多数考证学者一样，把“道”当作

“古典的过去”（classical past）也。[2](P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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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学诚对“道”的追寻中，历史研究因此成为一个核心的部分。他提出“六经皆

史”，以史来解经，成为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中独特和重视的思想遗产。 

 

二、诠释学在现代西方的转折发展     　  

章学诚的经典诠释方法，特别是他的以史解经的作法，与诠释学的西方的发展似乎有相

合之处。经典诠释，也就是对宗教经典的解释在西方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其中至少产生了三

次比较重大的事件。第一次是在希腊的古典时代学者对荷马史诗的渊源和作者所进行的讨

论。第二次是在西元一世纪基督教兴起的时候，教会人士有关教义的论争。这一论争的结果

产生了不少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如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都在西方的思想

史上，垂诸久远。第三次则是宗教改革时代由于教会的分裂所激起的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剧烈

争论，其中也包括将《圣经》译成各种文字的工作。　 

但是，经典诠释作为一门学问，则要在 18 世纪才真正成立，其中德国神学家、语言学

家施莱尔马赫（F.E.D.Schleiermacher）对诠释理论的探索，有奠基之功。施莱尔马赫对诠

释学理论的研究，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影响，他希图从种种诠释活动的背后，寻找一种形上的

东西。他的诠释研究因此便颠倒了顺序，不再从经典开始，而是从诠释开始，即将诠释本身

视为研究的对象。     

有趣的是，像章学诚一样，施莱尔马赫在构筑他的诠释学理论时，也采取了一种二分法，

即将对文字的训诂处理与理解文章本身的内在含义视为诠释工作的两个部分。对施莱尔马赫

来说，诠释学因而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是语言学的研究。研究者从训诂文字、专研语法出

发，不但求得对经典的逐字逐句的理解，也了解了经典的内在含义。但诠释学的第二方面则

是所谓“心理学的解释”，即要通过对经典的反复钻研，求得一种“贯通”，达到一种“神意”的体

会，真正理解经典的作者的原创性和个别性。如果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想求得对“道”的
认识。施莱尔马赫所谓的“神意”（divinatory），与章学诚对“道”的强调，并无二致。于是施

莱尔马赫有点大言不惭地说：诠释者“不但了解作者，而且其了解更甚于作者本人”。[3]　　 

在施莱尔马赫以后，诠释学的理论为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on Ranke）及其弟子

德罗伊森（Gustav Droysen）所采用并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由此可见，历史研究在西方诠

释学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由于兰克等人的研究，诠释学不再将几部经典孤立

起来解释，而是把它们视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记录。诠释经典因此必须带有一种历史的眼光，

将经典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去理解。这与我们上面讨论的章学诚的诠释学理论，有更多的相似

之处。在兰克眼里，历史背后有上帝的意志。历史学家只有“如实直书”才能将其丝毫不遗地

展现出来。5而章学诚认为“经”只是“史”的一部分，即“史”大于“经”；“史”是“道”的展现，也表

达了同样的意思。     　  

在章学诚对经典的解释中，“道”显然是一种形上的存在。经典诠释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和

理解“道”。这种揭示和理解，必须通过历史而获得。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

将章学诚的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在现代的发展作比较分析。在施莱尔马赫以后，狄尔泰对

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他的主要论点是，人们认识活动的主体内容并不是所谓客

观的自然界，而是人们自己，也即人类的历史活动。换言之，人们要想认识的，正是他们自

己本身的活动，如思想概念的形成和影响、个别人物的丰功伟业和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等等。

因此所谓诠释，就是要在自然界中发现人们自己；从所谓“客体”中发现“主体”。于是，西方

诠释学的基本出发点便开始有所转变。原来的主体、客体之间的截然区分，不再明显，也不

再必要。诠释的目的开始从认识外在世界，转而认识自身。狄尔泰的哲学理论，是西方诠释

学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将在这一过渡阶段完成之后，再来探讨、分析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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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现象学诠释，循着狄尔泰的方向更进了一步。他想追寻的是一种超验的现象，

希图在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中找出客体的含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胡塞尔认为只有在认识的

过程中排除一切先有的概念才能做到。这些先有的概念也包括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体之

分。但是，虽然排除了这些先有的概念，但人们的认识活动，在胡塞尔看来，仍然离不开一

种固有的意识。这一意识将人们所想认识的世界，置于其范围之内。因此，人们的认识只是

一种对外在世界的现象学的“化约”（reduction）。在这化约以后所存在的，只是一种纯粹的

意识活动。这一意识活动像溪流一样，不断流动，将所见到和接触到的事物与其他事物作同

质和异质的比较，以确定它的性质。像狄尔泰一样，胡塞尔将人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转化

为一种内心的意识活动。诠释的工作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主体本身的活动，即在

“超验的主体性”（transcedental subjectivity）的范围内对外在世界的现象学的重新构造。　 

但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虽然反对把人们的认识活动视为一种对外在世界的反映，可他仍

然没有真正摆脱近代西方哲学的“二元论”，即把世界分为主体与客体的取径。易言之，他提

出“超验的主体性”，是为了让主体来涵盖客体、承载客体、化约客体，但没有完全否认客体

的存在。不过，从狄尔泰到胡塞尔，西方诠释学已经明显地走上了与笛卡儿的“二元论”观念

相反的道路。如所周知，诠释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的本原。因此诠释学自然带有

一种本体论或存在论（ontology）的倾向。但这里的问题是，探究世界的本原的这种存在论，

可以以外在世界为研究的重点，也可以将其重点移到人自身这一存在上面来。狄尔泰以后的

西方诠释学，就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在这一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不但将存在论即本体论引入了诠释学，而且对存在论本身

作了一种革命性的改革，从根本上抛弃了自笛卡儿、康德以来主、客观二分的哲学传统。因

此，诠释学原来的基础动摇了，有人甚至认为海德格尔的诠释理论根本就是对诠释学的否定。

　6这一说法，正好表明海德格的诠释学理论有其独特之处。而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是现代

西方哲学家中唯一的一个对中国古典哲学有浓厚兴趣的人物，他的诠释学理论与章学诚对

“道”的解释，于是便更有许多可比之处。　 

首先，我们需要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作一简单评述。对海德格尔而言，离开主体的客

体没有任何意义，任何客体都是相对主体而言的，因此没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客体。世界只有

一个，而这世界都是围绕主体，即人而言的。既然海德格尔想突破原有的主、客体二分法，

他就不愿使用原来的哲学名词。他于是提出“此在”（Dasein）这一概念。7这一“此在”，代表

了哲学意义上的人，是一个存在者。存在论的目的是讨论、分析存在，而存在总首先是存在

者的存在，于是便必须由存在者出发。但是，在所有世界上的存在者中，只有人才思考、探

究自己的存在，于是哲学存在论必须从人出发。换言之，存在之所以成为存在，是由于人们

对之思索的缘故。存在通过人而展开，哲学家所关心的也就是人的存在，这就是所谓“此在”。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　 

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并不仅仅是置于众存在者之中的一种存在者。从存在者

状态上来看，这个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者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

于是乎，此在的这一存在建构中就包含有：这个此在在它的存在中总以某种方式、

某种明确性领会着自身。这种存在者的情况是：它的存在是随着它的存在并通过它

的存在而对它本身开展出来的。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此在作为

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存在论地存在。[4] 

由上所见，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界定，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人对存在的“领会”，
而照一般人的理解，领会正是诠释的目的和结果。因此，海德格尔的学说对诠释学的发展自

然有影响。从表面上看，海德格尔对“此在”的解释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十分类似，都希

望从人的认识行为出发来说明存在及其性质。但是在笛卡儿那里，作为人的存在之证明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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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要是对物质世界的一种“思”，而海德格尔的“领会”，则是有关“此在”在世界中的位置

的“思”。用 Tohn B.Thompson 的话来说就是：　 

理解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方法，甚至也不是人文学科所特有的一种研究手段。

相反，理解就是此在存在于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论的特质。海德格尔的最基本的论点

就是，理解就是要理解人在存在中的位置；这种理解就是设想一种最利于自己的存

在位置的可能性。 [5] 

因此，领会或理解就是要寻求如何存在、怎样存在，即存在的潜在可能性，而不是对所谓客

观世界或外在之物的认识。诠释学在海德格尔那里，完成了朝存在论方向的革命性转变。在

现代诠释学大师吕科（Paul Ricoeur）看来，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会帮助完善经典

解读的方法，而是将诠释学引上了一个新的道路。这一新道路的标志是，诠释的工作不再问

“我们怎样认知”那样的问题，而是问“什么是存在于理解中的那个存在的存在方式”这样的问

题。[6] 

这一转变，自然遵循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演变发展的结果，

因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无法寻见。但这一转变的结果，却使得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逐渐靠拢，

而不是分离，因为在中国思想史上，本来就没有对主、客观的绝对划分；天、人之间本来就

有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中国古代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就表明

了天人之间的那种水乳交融的存在论关系。 

有关诠释目的和对象的分析，我们将在下节详谈，现在还是回到海德格尔的诠释学说上

来。海德格尔的“此在”，将诠释工作的重点从认识外在世界转向认识人自身在此时、此刻的

位置，因此就使得原来就存在于诠释学中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显得格外重要。如所周知，诠

释经典的工作离不开历史的研究，而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确证经典的时间性。在狄尔泰

的诠释学理论中，这一历史性和时间性都有所强调。诠释工作的重心就在于如何正确地将经

典定位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而为此目的，诠释学家必须找出经典的历史相关性

（Zussammenhang）。诠释经典与解释历史便在狄尔泰那里得到了统一。这一统一的基础

来自于这样一种信念，认为人类历史有其内在的一致性。狄尔泰的学说因此成为德国历史主

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8 

虽然海德格尔年轻时追随胡塞尔，但他受狄尔泰的影响甚大。狄尔泰为其崇敬之人。在

写作《存在与时间》时，海德格尔把自己对历史的研究视为狄尔泰工作的继续，而他对现代

诠释学的认识，也主要通过狄尔泰的著作。[7]因此，海德格尔的诠释学重视历史与时间，似

乎理所当然。在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理论中，历史至少有三层重要意义。第一，“此在”在时间

的延续中展开，呈现一个历史的过程。虽然“此在”是“暂存”的，但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性（人

们之所以能认识事物的暂时性，正因为由于历史作为其参照框架）。第二，“此在”不但自身

是历史的存在，而且将与之有关的实体都做了历史性的处理。换言之，所有的存在都是历史

的存在。第三，“此在”的历史性使得人们得以沟通过去与现在，进而认识存在。[4](P493-532) 

历史研究、历史认识因此成为诠释工作的基础。从存在论的观点出发，海德格尔认为人

们在诠释之前，已经对被诠释的事物或文本有了某种领会，如果再将这种领会上升为概念，

那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理解。于是，海德格尔将诠释的过程颠倒了过来：人们不是通过理解

而获得领会，而是由领会达致理解。这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是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之上

的。作为生存着的人，自然对其生存在世界中的位置有所领会，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界

之中存在”。让我们引一段海德格尔本人的话来作进一步说明：　 

领会的筹划活动具有造就自身的本己可能性。我们把领会的造就自身的活动称

为解释。领会在解释中有所领会地具有它所领会的东西。领会在解释中并不成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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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而是成为它自身。在生存论上，解释植根于领会，而不是领会生自解释。

解释并非要对被领会的东西有所认知，而是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

来.[4](P206) 

为什么领会能先于理解，就是因为“此在”的历史性，使得人们有一种“先行具有”（Vorhabe）
的能力。实际上，领会本身就是这一“先行具有”能力的集中表现。换言之，人们生活在这个

世界中，自然而然地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所领悟，并有一种把这一位置改善的愿望，因此人

们在认识和解释世界时，便会将那种改善生存的愿望投射到诠释过程中。解释因此就是把这

一存在论的愿望概念化而已。　 

 

三、历史在诠释学中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理论，并不仅仅想证明诠释的过程只不过是主观意识的投射。他的诠

释学理论无法用主观主义这样的术语来概括，这与他哲学的宗旨不符。在他对“此在”的论述

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他希求超越主观与客观的分野。《存在与时间》的译者陈嘉映对此有

比较清晰的分析。他认为，海德格尔会这样说明：“人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领会其存在，

这是生存的实情，既不主观也无所谓客观。……　有时我们辩不过某些如簧之舌或持刀的辩

士，会说：‘随你怎样解释，事情还是那么一回事情’。海德格尔指的就是这类现实”。[7](P228) 

所谓“人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领会其存在”，也就是“此在”的含义。因此，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既包含历史的过程，又特指时间上的某一点；既有历史性，又有时间性。这种存在论

或以存在论为基础的诠释学理论，与中国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章学诚

对经典的诠释中，我们无法找到西方诠释学那种从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变。正确地说，在章

学诚的著作中，两者是有机地组成在一起的。在一方面，章学诚的认识论有一种“二分”的趋

向，如他对“道”和“器”的划分等等，这与海德格尔以前的西方诠释学相一致。但在另一方面，

章学诚又显然有一种存在论的诠释方式，具体表现在他对“道”的阐述上。章学诚的“道”，并

不完全是一个超验的客观精神之类的存在，而是活生生地生存在人的历史之中的。用他的话

来说：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

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

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

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

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

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帅，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

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1](P119)　 

“道”因此便是所谓的“不得不然之势”，是人们生活在社会上、世界中所不得不遵循的自然法

则，并非某个圣人特意制定或想象出来的。章学诚对“道”的这种存在论的解释，与海德格尔

的理论，有很明显的类似之处。 

换言之，章学诚的“道”，有其深厚的生存论基础，并非仅是朱熹的“理一分殊”的概念，

把“道”的实质与“道”的表现相分离。对章学诚来说，“道”就是生活、“道”就是存在。研究章学

诚的美国学者倪文孙对此有比较透彻的分析。他说： 

章学诚的“道”因此是人性中一种最基本的、向往一种有秩序的和文明的生活的

潜能。这一潜能慢慢在历史中展现出来，并在人所公认的对和真中实现自己。“道”
来自于天。但“天”对章学诚来说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秩序，为人所遵守。因此他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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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是超自然的，却概括了一个宗教神的所有功能。他强调说“道”在其自身必须

与它在历史中的表现，即“器”相分别，但是他又说没有这些“器”，“道”便无从知晓。

由此可见，章学诚虽然对人的道德秩序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但在同时他却又认为

这一道德秩序完全是逐步演化的和自然而然的。[8] 

这一分析，更让我们看出章学诚的思想与海德格尔的相似之处。如上所述，海德格尔提出所

谓理解就是人的理想的投射，是为了实现“此在”的“潜能”，而倪文孙在这里所用的“潜能”
（potenttial;potentiality），正是同一个词。章学诚所谓“人生有道，人不自知”，就指的是这

样一种“潜能”的存在。这一“潜能”只有在历史的演化中，由于生活的自然需要，慢慢为人们

所认识。于是，人们就慢慢接近了“道”。所谓“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　积而至于山岳。……
法其道之渐形渐著者也”[1] (P120)。因此“道”是逐渐在人类历史中展现出来的。　 

正是章学诚“道”的历史性，使得他的学说与程朱理学相异。倪文孙指出，程颐将“道”作
一种形上的理解，认为“道”在物质世界之前和之上，但章学诚却认为无法与实际的事物和制

度机构相分离，即所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则夫子所言，必取

征于事物，而非徒托空言，以为明道也” [1] (P1、140)。在章学诚那里，“道”不可能是抽象的，而

是不断变化的，以适应变化中的历史的存在。余英时由此提出，章学诚对经典的认识还与当

时的考证家，特别是戴震的“因事见理”的观念也大相迥异。因为戴震的“事”是“具有经常性与

普遍性的”，而章学诚的“事”则是“历史性的”。[2][P50-51]一言以蔽之，对章学诚来说，“显然，

没有一种道德规范是绝对的，但是人类价值的总体揭示了人性中的‘道’”[5]（P142）
。换言之，人

类历史才是“道”展开的场所。 

因此，“道”可以说是历史的一种自然延续和发展。章学诚说：“孰为近道? 曰：不知其然

而然，即道也”。这显然是一种存在论的解释。他举例说道，“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

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

使之然也”。同样，孔子与周公相比，“无从得制作之权”，因而无法集大成，“非孔子之圣，

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 [1] (P120-121)。既然圣贤如周公、孔子，都依赖历史的变化—“时会”
才能揭橥“道”，那么后人要想仅仅通过解读经典来获得对“道”的认识，脱离了经典产生的历

史背景，可不正是在企求无本之木?　 

对“道”作这样一种历史的理解，也就是要有时间性的观念，因为历史正是人类活动在时

间上的延续、变化。这里并不是说“道”本身有其时间性，而是说“道”的展现通过历史的时间

而为人所觉察和认识清楚，所谓“时会使然”，或“渐形渐著者也”。章学诚对历史的时间性，

也即时代之间的不同、过去与现在的差异，有深刻的分析。比如，他借讨论学问之道的发展，

来揭示时代的演变。他指出：“今人不学，不能同于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势使然也”。具体

说来，有三处不同。第一，古代官师合一，而后代两分，造成教育方法的差异。第二，这一

差异又导致道器之间的分离。第三，后人对古书的理解，由于失去了师承，无法与古人尽同。

因此，章学诚总结道：“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 [1] (P165)近代史学家

何炳松注意到了章学诚的这一观念，认为章具有历史进化论的思想。[9]  

历史时代的不同和演化，自然会反映到人对“道”的认识上来。章学诚之所以不认为“训诂

明而义理明”，就是因为“道”是活生生的，是人类历史的总体，而不是某一阶段的产物，更无

法强制性地分割。“道本无吾，而人自吾之，以谓庶几别于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

犹三军之众，可称我军，对敌国而我之也；非临敌国，三军又各有其我也” [1] (P138)。章学诚

用这个例子说明，“道”并不存在于一部或几部经典中。后人如儒家单单专注一部经典的解读，

忽视经典的历史性，不是求“道”的正途。因为“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 [1] (P133)。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章学诚对“道”的诠释，采取的是一种存在论的取径，与海德格尔

有神似之处，而与中国传统的诠释学传统甚至清代的学术思想，都有显著的差别。他的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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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经的诠释手段，代表了清代学术史的一个新方向，不但让人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经，也使

人对历史的研究，有一个新的认识。难怪中国近代的学者如胡适、何炳松等人，都不约而同

地对章学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0]于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成为勾勒中

国近代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在五四一代的学者中，都希求从历史研究出发，来批判和

整理中国的文化传统，以求与现代世界作更广泛的交流。9  

但是，就诠释学而言，章学诚所开辟的这一存在论取径，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成

为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胡适和顾颉刚等人对中国的学术文化的诠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

一种存在论的关怀（如他们对如何让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世界的衔接问题的关注），但在方

法论上，却是主要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也即章学诚所想纠正的、强调训诂而不重视人生

体验的方法。当然，在那时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如钱穆对中国历史和经典的认识，就与胡

适等人大相径庭。钱穆的取径，在 1960 年代以后兴起的海外新儒学中，为不少人所进一步

继承和发扬。不过，对新儒家诠释方法的评价，已经超过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应当另文处理。 

虽然我们说章学诚的诠释学方法，代表了清代学术的一个新的取向，但就古代中国人对

“道”的认识而言，章学诚的解释自有其高人之处。换言之，古代中国人对“道”的追求，根据

张祥龙的比较研究，的确靠的是一种存在论的方式，加以体认和领会。只是到了后来（始自

荀子、韩非），人们才慢慢将天人、主客、道器和理境逐步区分开来。张祥龙因此认为，“我
们可以区分开中国古代本土思想的两个大阶段：天道流行的阶段（自商周之际迄于战国）与

道之理化的阶段（自战国后期以降）”。但是，与西方的哲学传统相比，天道在中国人心目

中，仍然是活生生的、活泼泼的。它既不是完全形而上的、超验的，又不是代表了人的欲望、

意志和理想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体现在饱满的人世生活、即历史活动之中。[11]要想对“道”
有充分的理解，只有进入一种历史和生活当中，经过深刻的人生体验，才能取得一种出神入

化的领会。　 

章学诚和海德格尔虽然负有几乎完全不同的思想承载，但却表达了一种类似的向往。他

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存在论的思维方式，其过程没有终点，其思考也无所谓终级问题。只是一

种不断变化的人生经验，无法用任何观念术语来表达或概括—“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四时

行焉，百物生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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